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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景观结构的沱江流域土地利用生态风险时空变化
① 

谢贤健 

(内江师范学院地理与资源科学学院，四川内江  641100) 

摘  要：本文以沱江流域为研究对象，基于 2005—2020 年的遥感数据，从景观结构的角度，利用 GIS 和 GeoDa 软件，同时

结合土地利用类型转移矩阵，构建景观土地生态风险评价模型，分析了研究区土地生态风险的时空变化特征。结果表明：①

耕地为研究区的景观本底值，受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15 年间，耕地和林地面积减少，建设用地、水域、草地、未利用地

面积增加，新增建设用地面积最多，91.95% 来源于耕地，是建设用地的主要来源。②2005—2020 年的生态风险指数，经计

算，全局莫兰指数(Moran’s I))值均为正数，在 99% 的置信度标准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生态风险区在空间上具有显著

的正相关关系且呈现空间聚集状态，“高–高”聚集是土地生态风险的主要聚集模式。③15 年间，在空间分布上，低风险等级

整体上有向中下游转移的趋势，研究区以高风险区和较高风险区为主，分别呈片状和条带状较集中地分布于流域上游的山区

和中下游的丘陵地区，分别占到研究区总面积的 49.20% 和 48.98%；从面积变化的趋势来看，低风险区、较低风险区、中等

风险区面积逐年分别增加了 1 122.91、3 581.10、21 698.83 hm2，较高风险区面积先增加后减少，总体增加了 582 436.94 hm2，

高风险区面积先减少后增加，总体减少了 608 839.78 hm2，沱江流域土地利用生态风险整体上趋于减弱；总体来看，除较高风

险区向高风险区少量转化外，其余均以较高等级风险区向较低风险区转移占比较多，风险区的转化均表现为相邻等级之间的

互相转化，说明研究区生态风险变化相对稳定，没有急剧变化的区域。 

关键词：沱江流域；景观结构；土地生态风险；地理信息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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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atiotemporal Changes in Ecological Risks of Land Use in the Tuojiang River Basin Based 
on Landscape Structure 
XIE Xianjian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Resource Science, Neijiang Normal University, Neijiang, Sichuan  641100, 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Tuojiang River Basin was selected as the study object, based on the remote sensing data from 2005 to 2020,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andscape structure, GIS, GeoDa software and land stochastic matrix were used to build a landscape land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model, and to analyze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changes of land ecological risk.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Cultivated land was the landscape background value of the study area. Affected by natural and human factors, the areas of cultivated land 

and forest land were decreased over the past 15 years, while the areas of construction land, water body, grassland, and unused land were 

increased. The area of newly added construction land was the largest, with 91.95% coming from cultivated land (main source of 

construction land). 2) Ecological risk indexes from 2005 to 2020 were calculated, and the Moran's I were all positive. At a 99% 

confidence level, the significance test was passed, indicating that ecological risk area had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in space and 

exhibited a spatial aggregation state. The high-high aggregation was the main aggregation mode of land ecological risk. 3) Over the past 

15 years, in term of spatial distribution, the low-risk level showed an overall trend of transferring to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The 

study area was mainly composed of high-risk and higher-risk areas, which were concentrated in the mountainous areas in the upper 

reaches of the basin and the hilly areas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and accounting for 49.20% and 48.98% of the total area of the 

study area, respectively. From the trend of area change, the areas of low-risk areas, lower-risk areas, and medium-risk areas were 

increased by 1 122.91, 3 581.10, and 21 698.83 hm2 respectively year by year. The areas of higher-risk area first increased and t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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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reased, with an overall increase of 582 436.94 hm2. The areas of high-risk area first decreased and then increased, with an overall 

decrease of 608 839.78 hm2. The overall ecological risk of land use in the Tuojiang River Basin tended to weaken. Overall, except for a 

small amount of transformation from higher- risk areas to high-risk areas, most of the other areas were transferred from higher-level risk 

area to lower-level risk area. The transformation of risk area was manifested as mutual transformation between adjacent levels, indicating 

that the ecological risk changes of land use in the Tuojiang River Basin were relatively stable and no areas with sharp changes. 

Key words: Tuojiang River Basin; Landscape structure; Land ecological risks;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土地的生态风险指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自

然、社会经济与人们生产实践的诸种因素对某个区域

内景观的空间异质性产生不良的影响，从而导致景观

受到的干扰度增强。同一景观的连通性遭到破坏，使

其脆弱性增强，进而导致土地的生态风险变大。因此，

进行土地生态风险评价，对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生

态安全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1-2]。目

前，国内外大量研究从构建不同模型的角度对区域的

生态风险进行了评价，主要包括土地利用生态安全分

级模型[3-4]、土地类型面积比重评价模型[5-6]、相对生

态风险模型、等级动态框架、生态等级风险模型、景

观生态风险指数模型等[7-13]。其中景观生态风险指数

模型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对区域的生态风险现状和景

观的空间异质性更具说服力。卿巧玲等[14]以重庆万

州区为例，利用不同时间段的遥感解译土地利用数

据，在 GIS 软件和 Fragstats 软件技术支持下，基于

景观结构变化分析了研究区生态风险的时空变化特

征，为研究区的生态环境改善提供了实践指导。苏浩

和吴次芳[15]基于景观结构的角度，对黑龙江省宁安

市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的时空分异特征进行了分析，研

究结果表明，由于人为活动的影响导致耕地和建设用

地面积显著增加，整体上，研究时段内研究区生态风

险逐渐增强。于化龙等[16]基于景观结构，以乡镇为

单位，研究了怀来县景观生态风险的时空变化特征，

研究时段内高、较高风险区面积呈上升趋势，研究结

果为研究区生态安全和风险管理决策提供了理论依

据。李雅婷等[17]基于景观结构，在 GIS 与 RS 技术支

持下，分析了眉县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的空间特征，结

果表明研究区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等级整体上逐年增

高。从以上研究可以发现，基于景观结构构建生态风

险评价模型，进行区域土地利用生态风险评价具有很

高的实用价值，可以为区域土地利用结构优化及生态

风险评估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已经成为土地利用生

态风险评价的重要手段。 

沱江属于长江上游的一级支流，其流域位于四川

省中心地带。流域内工农业发达，人口密度居四川省

诸河之首，因此人为活动强烈，对流域内土地景观扰

动影响巨大；受到人为和自然因素的共同影响，沱江

流域森林覆被率仅 6.1%，为四川各河中最低。地形

上沱江流域北部上游是山区，往南部方向是平原，然

后进入丘陵；地质构造简单，土壤较好，耕地较为集

中。2000 年后我国政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西部大

开发政策与战略来引导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沱江流域

作为四川省的工业集中之地，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地

推进，对四川省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安全方面具有十

分重要的地位，因此研究其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的时空

变异特征，对流域土地利用优化、生态环境保护和制

订相关措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

选取沱江流域作为研究对象，在 GIS 和 RS 技术支持

下，从土地景观结构的角度出发，构建土地生态风险

评价模型，分析沱江流域土地利用生态风险时空变化

特征，以期为流域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可持

续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 

1  研究区概况 

沱江流域地处四川盆地的腹心，包括德阳、成都、

眉山、资阳、乐山、内江、自贡、泸州、宜宾 9 个市

及其部分区域，流域面积 3.86 万 km2（图 1）。研究

区内工农业发达，人口密度高于四川省其他流域。研

究区地貌类型以平原和丘陵为主，主要景观类型为耕

地，以成都市为中心，近 15 年来城市建设用地迅速

扩张。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评价单元确立   

根据沱江流域涉及的行政区，本文自流域上中下

游选取德阳、成都、眉山、资阳、乐山、内江、自贡、

泸州、宜宾 9 个市及其部分区域作为研究单元，确定

研究区范围。具体见图 1。 

2.2  数据来源  

影像数据选取地理空间数据云平台(http://www. 

gscloud.cn/)2005 年、2010 年、2015 年、2020 年 Landsat 

TM/ETM 的遥感影像，分辨率 30 m，卫星影像云量

均小于 5%。采用 ENVI5.1 软件对影像进行辐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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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沱江流域区位示意图 
Fig.1  Location of Tuojiang River Basin 

 
标、大气校正、影像融合等处理；以研究区 1∶50 000

地形图为基准对影像进行几何精纠正，误差控制在

0.5 像元以内[18]；分类标准为中科院土地利用覆被变

化(LUCC)分类体系[19]，具体数据处理流程依据参考

文献[20]，分为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城乡建设

用地和未利用地 6 种类型(图 2)；采用高分辨率遥感

影像对解译后的数据进行验证，总体精度大于 95%。

本研究所用的沱江流域数字高程模型数据来源于中

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科学数据中心，空间分

辨率为 30 m。 

2.3  生态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 

计算某区域不同时段的景观指数既能够有助于理

解和评价该区域景观的现状和土地利用格局，又利于

进一步探索影响该地区发展的驱动因子及未来的发

展趋势，为该地区将来的发展提供可参考的依据。本

研究根据生态风险评价常用的景观指数，同时结合研

究区不同时期土地利用空间分布的特点，选取 6 个指

标，对研究区土地利用生态风险时空变化进行评价

(表 1)。 

2.4  空间自相关分析 

1) 全局莫兰指数(Moran’s I)。莫兰指数描述的是

自然、社会、经济等方面某种因素在空间上的相关程

度，本研究利用其来分析土地利用生态风险在全局空

间上是否存在自相关关系。其公式如下[23]： 

Moran’s I =
1 1

2

1 1 1

( )( )

( )

n n

ij i j
i j

n n n

ij i
i j i

n W X X X X

W X X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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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1) 

式中：Wij 表示空间权重函数，如果相邻则值为 1，

不相邻为 0；Xi、Xj 为相邻变量在相应空间单元 i 和 j

上的取值； X 为 X 的平均值；n 为空间单元总数，

Moran’s I 值介于[–1, 1]。  

2) 局部莫兰指数(Local Moran’s I)。用于描述自

然、社会、经济等方面某种因素在局部空间上的相关

程度，利用 GeoDa 软件可生成 LISA 聚类图来识别某

属性在空间上的异质性。其公式如下[23]： 

Local Moran’s I =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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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Xi、Xj 表示标准化后的空间单元属性值。 

 

图 2  2005—2020 年土地利用类型 
Fig.2  Patterns of land use types from 2005 to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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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生态风险评价指标体系 
Table 1  Assessment indicator system of ecological risk  

风险指数 公式 含义 备注 

景观扰动

指数[12] 

Ei=aCi+bNi+cDi 用来反映外界干扰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程度，通过对景

观破碎度、景观分离度和景观优势指数三者进行赋权

累加获得，以反映出不同景观构成的干扰程度，景观

扰动指数的大小主要受人类活动的影响，受人类扰动

越大，扰动指数越大，生态风险就越大 

Ci 为景观破碎度，Ni 为景观分离度，Di

为景观优势指数；a、b、c 为各景观指数

权重，依据前人研究结果并结合研究区特

点，分别将景观破碎度权重赋值为 0.5，

分离度赋值为 0.3，优势度赋值为 0.2 

景观破碎

度指数[15] 

Ci=ni/Ai 用来描述城市和自然环境中连续的土地或生态系统被

分割成零散的小块的现象，这种分割是由人类活动引

起的，如城市化、道路建设、农业扩张和工业发展等

ni 为景观类型 i 的斑块数；Ai 为景观类

型 i 的面积 

景观分离

指数[21] 
2

i
i

i

nA
N

A A
  

该指数表示相同景观斑块在空间分布上的离散程度，

反映了景观的连通性 

A 为景观总面积；其余参数同上 

景观优势

指数[22] 

2

4
i i i

i

Q M L
D

 
  

该指数表示景观组成中一种及多种景观类型对区域景

观的主导程度，其值越大，表明不同景观类型异质性

大，其中某一种或某几种景观类型占优势，反之亦然

Qi 为斑块 i 出现的风险小区数/总风险小

区数；Mi 为斑块 i 的数目/斑块总数；Li

为斑块 i 的面积/风险小区的总面积 

景观脆弱

指数[12] 

– 该指数用来表示生态系统的易损程度，既反映土地的

自然属性，也反映人为影响因素；其值越大，表明影

响因素对区域生态系统的干扰越大，生态风险就越高

本文参考前人研究，分别将建设用地、

草地、林地、耕地、水域和未利用地赋

值为 1、2、3、4、5、6，归一化处理后，

得到不同景观的脆弱度 

生态风险

指数[12] 
1

ERI
n

ki
i i

i k

S
E F

S

  
该指数由各类景观类型扰动指数和景观脆弱指数构

成，反映评价单元内生态风险大小，值越高，其景观

生态风险越大 

n 为景观类型数量；Ski 为第 k 个风险小

区第 i 类景观组分的面积；Sk 为第 k 个风

险小区总面积；Ei 为景观扰动指数；Fi 

为景观脆弱指数 

 

2.5  风险小区划分 

在保障风险小区能够反映研究区景观空间分布

格局信息的前提下，本文借鉴前人研究[12]，将耕地斑

块平均面积的 5 倍作为划分标准，基于 GIS 软件将研

究区划分为 3 km×3 km 的风险小区，总计 4 783 个。 

2.6  克里格插值 

克里格(Kriging)插值法，广泛地应用于自然、人

文、经济等研究领域，是一种很有用的地理统计格网

化方法[24]。为进一步分析研究区生态风险的空间等

级分布特征，基于 GIS 软件，利用地统计法中的克

里格插值法，将各网点的生态风险值进行插值分析。 

3  结果与分析 

3.1  土地利用变化 

基于 GIS 软件，将 2005 年和 2020 年的两期土

地利用数据进行土地利用类型转移矩阵分析，可以得

到近 15 年间各土地利用类型之间的相互转化关系

(表 2)。 

表 2  研究区 2005—2020 年土地利用类型转移矩阵(hm2) 
Table 2  Stochastic matrix of land use types of study area from 2005 to 2020 

2020 年 2005 年 

草地 耕地 建设用地 林地 水域 未利用地 总计 

草地 35 369.16 5 386.26 130.20 5 569.24 30.25 2.30 46 487.41 

耕地 4 868.32 2 868 110.54 20 123.41 109 725.15 10 826.71 48.75 3 014 618.40 

建设用地 428.64 109 111.59 100 494.88 7 077.59 2 033.47 7.06 219 153.23 

林地 4 854.72 74 274.24 1 507.97 420 312.81 1 138.42 28.58 502 116.75 

水域 354.34 12 757.37 1 239.48 3 394.04 48 817.24 76.84 66 639.30 

未利用地 504.53 336.41 11.10 6 256.02 52.36 373.00 7 533.42 

总计 46 379.71 3 070 891.93 123 507.04 552 334.86 62 898.44 536.52 3 856 548.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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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2 可知，2005 年沱江流域土地利用类型面

积大小依次为耕地>林地>建设用地>水域>草地>未

利用地；2020 年沱江流域土地利用类型面积大小依

次为耕地>林地>建设用地>水域>未利用地>草地；两

个时间段土地利用均以耕地为主，分别占总面积的

79.63%、78.17%，说明耕地是研究区景观的本底值。

从土地利用变化来看，15 年间，耕地和林地面积减

少，建设用地、水域、草地、未利用地面积增加；建

设用地和未利用地增加最多，增幅分别达 77.44%、

1 304.13%。从表 2 中可知，有 109 111.59 hm2 的耕地

转化为建设用地，占所有转化类型的 91.95%，说明

研究区城市扩张的主要来源为耕地。有 6 256.02 hm2

林地转化为未利用地，是新增未利用地的主要来源，

究其原因，新增未利用地在空间上主要源自于沱江上

游的都江堰市、彭州市、什邡市、绵竹市的山区，2008

年四川省遭遇了 8.0 级的汶川大地震，使得大量的林

地遭到破坏，从而转化为未利用地。 

3.2  景观格局指数变化 

基于 GIS 软件，计算得到沱江流域各景观类型景

观指数(表 3)。从干扰度均值来看，15 年间的变化趋势

为未利用地>草地>水域>建设用地>林地>耕地，其值分

别为 1.09、0.22、0.21、0.20、0.12、0.10，说明未利用

地的生态风险最大，耕地生态风险最小，未利用地容易

受到环境和人为因素的影响，土地利用类型改变相对容

易，导致生态风险最大；草地、水域、建设用地干扰度

均值相差不大，其脆弱性相对较弱，生态风险相对较小；

林地、耕地干扰度均值接近 0.10，生态风险最小，由于

耕地、林地在研究区占地面积最大，斑块数量也最多，

相对来说，在较短时间内，环境和人为因素的影响对其

不会构成较大的威胁，因此生态风险最小。 

表 3  沱江流域各景观类型景观指数 
Table 3  Landscape indexes of various landscape types in Tuojiang River Basin 

景观类型 年份 斑块面积(hm2) 斑块数量 破碎度 分离度 优势度 脆弱度 干扰度 

2005 3 070 891.93 2 691 0.000 9 0.016 6 0.505 0 0.190 5 0.106 4 

2010 3 073 813.20 1 638 0.000 5 0.012 9 0.490 1 0.190 5 0.102 1 

2015 3 044 912.02 1 916 0.000 6 0.014 1 0.488 9 0.190 5 0.102 3 

耕地 

2020 3 014 618.40 1 648 0.000 5 0.013 2 0.482 0 0.190 5 0.100 6 

2005 552 334.86 9 609 0.017 4 0.174 2 0.249 3 0.095 2 0.110 8 

2010 506 719.94 10 032 0.019 8 0.194 1 0.247 2 0.095 2 0.117 6 

2015 505 009.96 10 095 0.020 0 0.195 4 0.245 2 0.095 2 0.117 7 

林地 

2020 502 116.75 9 780 0.019 5 0.193 4 0.245 8 0.095 2 0.116 9 

2005 46 379.71 1 015 0.021 9 0.674 5 0.031 4 0.142 9 0.219 6 

2010 47 432.44 1 093 0.023 0 0.684 4 0.033 0 0.142 9 0.223 4 

2015 47 300.81 1 123 0.023 7 0.695 6 0.032 9 0.142 9 0.227 1 

草地 

2020 46 487.41 1 043 0.022 4 0.682 1 0.032 2 0.142 9 0.222 3 

2005 62 898.44 1 667 0.026 5 0.637 3 0.064 2 0.238 1 0.217 3 

2010 64 668.59 1 687 0.026 1 0.623 6 0.064 3 0.238 1 0.213 0 

2015 64 400.44 1 736 0.027 0 0.635 3 0.064 2 0.238 1 0.216 9 

水域 

2020 66 639.30 1 651 0.024 8 0.598 7 0.064 7 0.238 1 0.205 0 

2005 123 507.04 6 329 0.051 2 0.632 5 0.131 8 0.047 6 0.241 7 

2010 156 330.52 6 846 0.043 8 0.519 7 0.142 5 0.047 6 0.206 3 

2015 187 373.73 6 805 0.036 3 0.432 3 0.145 9 0.047 6 0.177 0 

建设用地 

2020 219 153.23 6 649 0.030 3 0.365 3 0.152 2 0.047 6 0.155 2 

2005 536.52 26 0.048 5 9.331 9 0.001 1 0.285 7 2.824 0 

2010 7 570.71 161 0.021 3 1.645 7 0.005 8 0.285 7 0.505 5 

2015 7 522.73 163 0.021 7 1.666 4 0.005 7 0.285 7 0.511 9 

未利用地 

2020 7 533.42 158 0.021 0 1.638 3 0.005 8 0.285 7 0.503 2 

 
具体从斑块数量来看，除耕地斑块数量呈现先减

少后增加再减少外，其他土地类型都呈现先增加后减

少的变化趋势。2010—2020 年耕地的破碎度和分离

度相较于 2005 年都有明显减小，究其原因，2005 年

后四川省各地探索了土地合作社，以土地承包经营权

入股等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相继实施了“良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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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金土地工程”等，不断加

大对农业生产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使农业生产条件

继续改善，同时通过调整种植结构，一定程度上减小

了耕地的分割和离散程度，从而破碎度和分离度

2010 年后均减小。林地、草地破碎度和分离度先增

大后减小，2010 年后林地、草地斑块数均有一定的

增加，面积变化却相对较小，因此景观的分割和离散

程度有所增大，其生态风险趋于加大。水域面积持续

增加，斑块数 2005—2015 年间也持续增加，2020 年

斑块数减少，但变化的幅度不大，因此其景观的分割

和离散程度呈较小的波动变化趋势，整体上生态风险

有所减小。随城市化进程不断地推进，建设用地大量

占用其他用地，尤其是大量占用耕地，其面积持续增

加且幅度显著，斑块数量较多，呈先增加后减少的变

化趋势，但变化幅度不大，因此其景观的分割和离散

程度有明显的减小，生态风险也显著减小，是影响研

究区景观格局演变的重要因素。未利用地自 2010 年

后面积和斑块数量均显著增加，导致其破碎度和分离

度也显著减小，究其原因受 2008 年四川省汶川大地

震的影响，使得大量的林地遭到破坏，在沱江流域的

上游形成了大量成片的未利用地，因此 2010 年后景

观的分割和离散程度大幅度减小；2005 年未利用

地零散地分布在流域中下游的内江市、自贡市和泸

州市，因此破碎度和分离度较大，导致其生态风险

性最大。 

3.3  生态风险 

3.3.1  空间自相关    基于 GeoDa 软件，以每个网

格的生态风险值计算沱江流域 2005—2020 年的生

态风险指数，同时基于 GIS 软件计算全局莫兰指数

(Moran’s I )值，2005 年、2010 年、2015 年、2020 年

分别为 0.45、0.44、0.44、0.45，结果均在 [0，1] 范

围内，在 99% 的置信度标准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说明生态风险值在空间上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

呈现空间聚集状态，并可以进行空间插值分析。利用

GeoDa 软件，对 4 个时段的生态风险指数进行局部的

空间聚集情况分析，得到 LISA 图(图 3)。由图 3 可

知，沱江流域内生态风险指数以“高–高”聚集为主，

分布的区域主要集中于流域的中下游地区，主要景观类

型为呈片状分布的草地、林地和水域。总体来看，沱江

流域土地利用生态风险急剧变化的区域相对较小。 

 

图 3  沱江流域 2005—2020 年土地利用生态风险值 LISA 聚类图 
Fig.3  LISA cluster maps of land use ecological risk values in Tuojiang River Basin from 2005 to 2020 

 
3.3.2  生态风险时空变化    根据空间自相关分析

结果，土地利用的生态风险值具有空间上的聚集性，

因此可以进行空间插值分析。基于 GIS 软件，利用

克里格插值法，对每个格网的生态风险值进行空间插

值，得到４个时期生态风险值的空间分布图(图 4)。

为了进一步研究沱江流域生态风险的空间等级分布，

首先利用 GIS 软件中的地统计分析模块对生态风险

值进行正态分布研究，发现风险值并不属于正态分布

状态，因此在做分级研究的时候，选择几何间隔法将

研究区分成低风险、较低风险、中等风险、较高风险、

高风险 5 个等级。几何间隔法是相等间隔、自然间断

点分级法和分位数间的折衷方法，对于显示非正态分

布的数据具有明显的优势。 

从时间上来看，2005 年、2010 年、2015 年、2020

年 4 个时间段的土地生态风险值分别介于(0, 0.264 1)、

(0, 0.264 0)、(0, 0.265 7)、(0, 0.263 8)，从最高值来看，

总体趋势呈现先降后升再降的趋势。由图 4 可知，15

年间，在空间分布上，总体来看，风险等级从上游到

下游有由低等级向高等级转移的趋势，研究区以高风

险区和较高风险区为主，分别呈片状和条带状较集中

地分布于流域的上中下游地区。高风险区大多分布在

中下游的丘陵地区，主要的景观类型为耕地和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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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沱江流域 2005—2020 年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空间分布图 
Fig.4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land use ecological risks in Tuojiang River Basin from 2005 to 2020 

 
用地；其中耕地受到退耕还林还草的影响，以及丘陵

区本身耕地零散分布的特征影响，容易导致景观破碎

度和分离度增大，建设用地在研究期内面积增加最

多，受人为影响最大，因此耕地和建设用地受到人为

因素的干扰，与其他土地之间的相互转化导致了研究

区土地生态风险增高。较高风险区在流域的上中下游

均有分布，主要的景观类型为耕地和林地，其中耕地

导致的土地生态风险增高的原因与高风险区基本相

似；林地呈条带状零散地分布在流域的上中下游地

区，空间上增加了景观的破碎度和分离度，从而导致

研究区土地生态风险增高。低风险、较低风险、中等

风险主要分布在流域的边缘地区，主要的景观类型也

是耕地和林地，这些景观虽然面积较小，但在空间上

呈连续分布，景观破碎度和分离度较小，因此土地的

生态风险性较低。 

3.3.3  不同等级生态风险区面积变化及生态风险转

换    基于 GIS 软件统计各风险等级的面积(表 4)。

由表 4 可知，15 年间，除 2015 年外，风险区面积占

比排序依次为高风险区>较高风险区>中等风险区>

较低风险区>低风险区。从面积变化的趋势来看，低

风险区、较低风险区、中等风险区面积逐年分别增加

了 1 122.91、3 581.10、21 698.83 hm2；较高风险区

面积先增加后减少，总体增加了 582 436.94 hm2；高风

险区面积先减少后增加，总体减少了 608 839.78 hm2。

通过各风险等级区面积的变化可知，沱江流域土地利

用生态风险整体上趋于减弱。 

表 4  沱江流域各年份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等级面积(hm2) 
Table 4  Ecological risk level area of land use in Tuojiang River Basin in various years 

风险等级 2005 年 2010 年 2015 年 2020 年 

低风险 0 1 035.13 1 026.036 1 122.91 

较低风险 1 449.53 4418.58 4 842.80 5 030.63 

中等风险 42 298.62 59 148.11 62 704.83 63 997.45 

较高风险 1 306 491.62 1 630 878.88 1 917 704.58 1 888 928.56 

高风险 2 506 308.73 2 161 067.80 1 870 270.25 1 897 468.95 

 
为进一步探明各风险等级区之间的转化关系，借

助 GIS 软件，将 2005 年和 2020 年的两期土地利用

数据进行风险区面积转移矩阵分析，可以得到近 15

年间各风险区面积转移矩阵(表 5)。由表 5 可知，低

分险区主要由较低风险区和中等风险区转化而来；较

低风险区 99.62% 的面积由中等风险区转化而来；中

等风险区 99.76% 的面积由较高风险区转化而来；较

高风险区由中等风险区和高风险区转化而来，主要由

高风险区转化而来，面积高达 619 968.37 hm2，占两

者转化面积的比例为 99.69%，较高风险区主要来自

于 2005 年高风险区呈块状的耕地、建设用地，耕地的

斑块数量减少，建设用地面积增大，从而使景观的破

碎度和分离度减小导致其连通性增强，降低了土地的

生态风险；较高风险区是高风险区的唯一来源，面积

为 11 077.59 hm2，主要的景观类型为耕地和林地，主

要分布在成都市简阳市的耕地，于 2020 年主要转化为

水域和林地，使景观的连通性减弱，而零星分布在流

域边缘地带的林地，在 2020 年转化为耕地和草地，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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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数增加，破坏了景观的连通性，从而使土地的生态

风险性升高。结合图 4 来看，总体上风险区的转化均

表现为相邻等级之间的互相转化，说明沱江流域土地

利用生态风险变化相对稳定，没有急剧变化的区域。 

表 5  2005—2020 年各类风险区面积转移矩阵(hm2) 
Table 5  Stochastic matrix of various risk areas from 2005 to 2020 

2020 年 2005 年 

低风险区 较低风险区 中等风险区 较高风险区 高风险区 总计 

低风险区 0 0 0 0 0 0 

较低风险区 938.10 444.35 67.10 0 0 1 449.53 

中等风险区 184.81 4 569.04 35 590.35 1903.42 0 42 298.62 

较高风险区 0 17.26 28 340.00 1 267 056.77 11 077.59 1 306 491.62 

高风险区 0 0 0 619 968.37 1 886 391.36 2 506 308.73 

总计 1 122.91 5 030.63 63 997.45 1 888 928.56 1 897 468.96 3 856 548.51 

 

4  结论与讨论 

1) 研究期内，沱江流域的景观本底值为耕地，

占流域面积 78% 以上。15 年间，耕地和林地面积减

少，建设用地、水域、草地、未利用地面积增加；15

年间，109 111.59 hm2 的耕地转化为建设用地，转化面

积最多，新增建设用地 91.95% 来源于耕地，耕地是

城市建设用地的主要来源。部分林地、草地、水域转

化为耕地，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建设用地对耕地的占用。 

2) 15 年间，沱江流域 4 个时间段全局莫兰指数

(Moran’s I)值分别为 0.45、0.44、0.44、0.45，说明生

态风险值在空间上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呈现空

间聚集状态；LISA 图显示沱江流域内生态风险值以

“高–高”聚集为主，主要集中分布于流域的中下游

丘陵地区，表明研究区生态风险急剧变化的区域相对

较小。 

3) 15 年间，在空间分布上，低风险等级整体上

有向中下游转移的趋势；研究区以高风险区和较高风

险区为主，分别呈片状和条带状较集中地分布于流域

上游的山区和中下游丘陵地区。从面积变化的趋势来

看，低风险区、较低风险区、中等风险区面积逐年分别

增加了 1 122.91、3 581.10、21 698.83 hm2；较高风险

区面积先增加后减少，总体增加了 582 436.94 hm2；高

风险区面积先减少后增加，总体减少了608 839.78 hm2。

通过各风险等级区面积的变化可知，沱江流域土地利

用生态风险整体上趋于减弱。 

4) 对 2005 年和 2020 年的两期土地利用数据进

行风险区面积转移矩阵进行分析，除较高风险区向高

风险区少量转化外，其余均以较高等级风险区向较低

风险区转移占比较多，说明研究区土地生态风险总体

上趋于减小；此外，总体上风险区的转化均表现为相

邻等级之间的互相转化，说明沱江流域土地利用生态

风险变化相对稳定，没有急剧变化的区域。 

研究区地形上沱江流域北部上游是山区，中上游

属于成都平原，中下游属于丘陵。高风险区和较高风

险区分布于中下游的眉山、资阳、乐山、内江、自贡、

泸州、宜宾，这些区域景观类型以丘陵区的坡耕地为

主，受城市建设及退耕还林还草政策的影响，导致耕

地破碎化程度增加，景观的连通性减弱，从而土地的

生态风险性较高；另外，水域零星散布于整个流域，

进一步弱化了景观的连通性，导致流域土地的生态风

险性进一步增高。沱江上游成都市和德阳市的西北部

地区高风险区和较高风险区也分布了较大的面积，主

要原因是受到汶川地震的影响，使分布于这些区域的

林地遭受了极大的破坏，从而转变为未利用地，斑块

数量和面积大幅度增加，景观的连通性减弱，从而提

高了土地的生态风险。总体来讲，沱江流域高风险区

和较高风险区分布广泛，主要受到人为因素的干扰影

响，使得景观连通性减弱，土地生态风险性较高；同

时自然灾害的破坏也加剧了景观的脆弱性，提升了土

地生态风险。因此，就研究区而言，应科学合理开展

土地整治工作，尤其是要规划好城市扩张建设占用耕

地，提高建设用地的连通性，减小耕地的破碎程度；

另一方面，加强灾后重建，逐步改善破坏景观的脆弱

性，从而降低研究区景观的土地生态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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